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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的呈现与守护*

———卢梭“罗马政制”论的社会理论意涵

张国旺

提要:民情是卢梭社会思想的核心，他对民情的讨论构成了西方社会理
论的重要开端。本文试图将“民情”这一道德社会学的视角带入罗马政制的
讨论中，考察各项政制的社会理论意涵。本文认为，罗马人民大会是特定历
史时期不同民情在制度上的体现，元老院的功能在于通过法律引导民情的总
体趋向，护民官的实质是以否决权守护民情，监察官的权力旨在呈现和引导
公共舆论的裁断，独裁官制能否有效运用取决于公众对绝对权力的社会
心态。
关键词:民情 社会风尚 公共舆论 集体情感 罗马政制

一、引言:卢梭的“民情”与“罗马政制”

自卢梭《社会契约论》出版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政治哲学的角
度来理解其中以“公意”所确立的共和国，将其集体性的存在特征仅仅
当成是一种拟制出来的“道德人格”。共和国即政治社会 ( civil
society) ，这一思路所聚焦者乃是共和国作为“政治社会”而具有的“政
治性”。与此不同，涂尔干则另辟蹊径，从社会哲学切入，探讨《社会契
约论》中共和国作为“政治社会”而具有的“社会性”。在他看来，卢梭
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 “社会事实的秩序总体上不同于纯粹
个体事实的秩序，社会是存在于纯粹心理世界之上的新世界”( 涂尔
干，2006a: 60) 。这个“社会事实”的新世界就是诸种“法”构成的世界，
包括政治法、民事法和刑事法，也包括以习俗、风尚和舆论形态存在
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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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三种，卢梭又增加了第四种，即习俗、风尚以及至为
重要的舆论，对卢梭来说，第四种法是社会秩序的基石。通过这些
说法，卢梭旨在说明，集体性的思想形态与行为方式尽管没有采取

一种明晰和确定的形式，却可以像正式的法律那样决定人们的心

态和行为。( 涂尔干，2006a: 85)

在卢梭看来，舆论、风尚和习俗所呈现的就是总体意义上的“民
情”( moeurs) ，①是一个“社会”体现在舆论和风尚之中的集体意识、社
会心态和共通情感。尽管卢梭无法像后来的涂尔干一样明确地将它
们作为“道德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涂尔干，2006b:
222) ，也不可能去做有关于此的实证研究，但他已经意识到，它们之
所以比其他正式的法律更重要，是因为它们是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的

根本。
不过，作为社会科学正式诞生之前的先行者，卢梭对民情的思考并

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原则的宣示上，也没有就民情的各项内容本身来

讨论民情;他论述民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是在“民情与政制”及其
互动关系的总体结构中来呈现民情的力量和限度。这集中体现在他对
罗马政制的分析中，亦即《社会契约论》第四卷围绕罗马人民大会、护
民官、独裁官和监察官所做的讨论。三种分别以库里亚、部族和百人团
为单位的人民大会，以消极权力特征的护民官，紧急状态下的独裁官，

以及充当道德风尚、民情舆论之“喉舌”的监察官，它们共同构成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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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oeurs如何翻译，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理论问题。就历史渊源而言，moeurs 在罗马人
的语言中即是 mores，指的是最广义意义上的风俗和习惯及其所蕴含的道德状态，欧洲各
国指谓“道德”的词，如英文的 moral皆由此而来。但 moeurs的核心又不是通常所说的道
德规范，因而许多英译者便直接用 mores来指代，以避免 moral或 morals所具有的过强的
规范性。就思想渊源而言，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较早地提出了现代风俗或民
情的问题，涂尔干也在此意义上称其为社会学之“社会”概念，后来的托克维尔在《论美
国的民主》中回应了孟德斯鸠提出的民情问题 ( 渠敬东，2009: 42 ) 。在中文中，一般将
moeurs翻译为“风尚”、“风俗习惯”等，如卢梭的成名作一般就译为《论科学和艺术的复
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但这一译法过于强调了其中习惯、习俗等作为客观事实的一
面，而无法传达出其中与整体的情感、意识有关的属于民心的一面。由于本文的重点是
要从“人民共同体”这一政治体的生命状态的角度来看待 moeurs，将 moeurs 作为政治体
生命状态的展现，因而，本文在整体上将其翻译为“民情”。同时，为了保留其风俗习惯
的面向，我们在文中进行具体论述和分析时将不严格限定在“民情”这一表述上，而是会
因语境不同而使用诸如“风俗”、“社会风尚”、“集体情感”、“社会心态”、“共通情感”等
具有解释性的概念，以呈现 moeurs的丰富性。



力结构相当不同于以代议制和三权分立为根本的现代自由主义政制对

于权力的理解。而在罗马政制的现代复兴中，卢梭的这一重构起到了
关键性的作用( 卡塔拉诺，2009: 1 － 7)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卢梭《社
会契约论》第四卷，尤其是其中的第四至七节，就通常被冠之以罗马政
制的名称。
早在 20 世纪初，就有学者声称这部分罗马政制的内容对于卢梭的

思想来说纯属多余，甚至不过是卢梭为了填满《社会契约论》第四卷而
勉强为之的堆砌 ( Vaugan，1915: 109; Derathé，1964: 1494 － 1495 ) 。但
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都一再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武断，并逐渐形成了现

在研究这一论题的主流观点，亦即《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的罗马政制仅
仅是狭义层面的罗马政制，对它们的探讨必须充分结合《社会契约论》
其余部分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第四卷的罗马政制与《社会契约论》主
旨之间有着内在关联:罗马政制不仅不是无关紧要的内容，相反它构成

了我们从实践角度理解卢梭抽象的“政治权利之原则”的核心环节( 马
斯特，2013;吉尔丁，2006;迈尔，2014) 。也就是说，政治权利之原则的
论述是理论性的，而有关罗马政制的讨论则是实践性的 ( 迈尔，2014:
186) ，同时，政治家的实践智慧指向和依赖于一种“立法者的科学”( 马
斯特，2013: 397 － 398) 。但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在卢梭的思想中，无论
是政治家的实践理性，还是伟大立法者的创制智慧，它们如果要获得成

功，都必须把对社会总体民情的引导和维护作为宗旨。
由此，真正的要害是，如果遵循涂尔干对卢梭社会思想的洞察，将

“民情”这一道德社会学的视角带入罗马政制的讨论中，我们便会发现
罗马政制之于卢梭的意义并不在于政制本身，而是在罗马政制与其民

情之间的关系:三种罗马人民大会是特定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情在制度

上的体现，元老院对法律的执行所要面对和考量的是民情的实际状况，

护民官消极权力的实质是代表民情状态下沉默的人民发出反对的声

音，监察官的权力行使旨在呈现和引导社会意见和公共舆论的裁断，独

裁官制能否有效运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对绝对权力所持

的普遍心态。在卢梭看来，罗马共和国像任何一个政治体一样有其自
身的“生命”，社会意见、公共舆论、集体心态所言者都是民情的构成要
素，它们共同揭示着这个生命体的生命状态。
在此基础上，本文准备从民情或社会风尚的角度入手，梳理卢梭对

罗马共和历史，尤其是罗马共和政制的论述，进而在社会理论层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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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安排如何起到对民情的呈现和守护作用，探讨卢梭式罗马政制之

于当代的理论意义。

二、“社会”的起源:民情的历史层垒及其可分性

(一)民情与“社会”的起源
民情( moeurs) 可谓卢梭社会思想中最为核心也最难解的概念。阿

兰·布鲁姆认为，当代社会理论的技术化倾向已经使我们难以理解这
个词的实质含义，要么在“道德”( morals) 意义上将其固化为人们必须
遵从的诸种规范性要求，要么在“礼仪”或“行为举止”( manner) 的意义
上将其泛化为人际交往的表面性形式，最终消解了它与人的内在精神

的关联。因而，他主张同时从民族整体上的生活样式与个体心灵的道
德趣味两个方面入手来还原其真正内涵( Bloom，1960: 149 ) 。与此类
似，马斯特也认为“moeurs”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意味着个体或民族的生
活方式，既包含个体的道德状态，又包括整体意义上的习俗和风尚( 马

斯特，2013: 276) 。借助社会理论史的洞察，渠敬东的分析扩展了上述
讨论;他留意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涂尔干对“民情”问题考察的关
联性，同时也强调必须以卢梭思想中的两个“乌托邦式”①的原初类型
来澄清“民情”与“社会”或“社会性”之间的关系: “moeurs”既不是指
卢梭自然状态下彼此隔绝的野蛮人的状态，也不是指斯巴达式的城邦

生活中人彻底成为公民所构成的政治状态，而是蕴含着现代意义上

“社会性”的内容，它所反映的是人时刻处于社会习俗之中、受到社会
习俗的侵染，但又没有彻底将自身交给政体来确定的状态 ( 渠敬东，

2009: 42 － 44) 。也就是说，在卢梭以乌托邦方式所刻画的自然状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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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乌托邦( utopia) 在卢梭那里是表达观念的最完美方式，它源于卢梭以自我经验为核心的
自我启示和自我确认，而不是由形而上学所作的推演( Shklar，1969: 2;渠敬东，2009: 36) 。
同时，史珂拉( Judith N． Shklar) 认为卢梭思想中有两个乌托邦的类型，分别是以公民生活
为核心的“斯巴达城邦”( Spartan city) 和以自足的家庭生活为核心的“黄金时代”( Age of
Gold) ( Shklar，1969: 12 － 32) 。本文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承认这一点，并认为必须将卢
梭刻画的原初“自然状态”( state of nature) 列进其中;甚至，在更根本的意义上，黄金时代
不过是原初自然状态演化的一个阶段。最后，“黄金时代”的核心其实是具有自然性的
家庭生活，就本文所论述的人与公民、自然与政治的对张结构而言，它的典型意义并不重
要，因而，本文选取自然状态与斯巴达城邦作为卢梭的两个乌托邦类型。



斯巴达状态之外，在人只作为人和人完全成为公民之外，有一种全新而

复杂的状态需要用 moeurs 来处理，因为它既与人的自然有关，也与人
作为公民的政治德性有关，而且还时常与社会习俗、地方习惯构成的
“社会状态”搅扰在一起。在卢梭看来，是充满着恶和奴役的文明化的
“社会状态”，而不是自然和政治构成了现代人首先要面对的必然性命
运( Shklar，1969: 110 － 112;渠敬东，2009: 38; 张国旺，2014a) ，因而，要
让人们摆脱社会状态的意见专制，就必须在“社会状态”中逐步培育纯
朴健康的民情，搭建与自身自然、与政治体的正当性关联，进而形成真
正的“社会”。就此而言，“社会状态”是一个更广泛的状态，它更多地
指向个体自恋式的自尊( amour-propre) 和社会意见的专制，而民情则是
其中既贴近每个人的自然，又能以整体的方式通达政治的精神力量，而

当它败坏的时候，它与“社会状态”就互相搅扰、融合在一起，进而带来
个体心灵趣味、民族整体生活，甚至是政治内在结构的蜕变。在这个意
义上，民情问题不是“社会状态”问题，而是“社会状态”如何克服的问
题，也即“社会”的起源问题( 渠敬东，2009: 43) 。
与此同时，两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类型分别对应着卢梭描述社会起

源问题的两条脉络。第一条以自然状态的乌托邦情景为开端，最系统
地体现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与基础》有关自然状态演化历
史的论述中。这一线索的重点乃是人性本身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变得
丰富和复杂的过程，而不同的阶段都相应地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前者是

个体意义上内在精神的变化，后者是集体意义上社会道德状态的变化，

二者的结合在总体上构成了“社会”演变和生成的图谱( 马斯特，2013:
228 － 267;张国旺，2014b: 132 － 148) 。事实上，如果纵观卢梭著作中对
民情的描绘，我们将会发现，与这样一条哲学化的社会起源线索相照

应，存在另外一条历史化的“民情”演变的脉络。它的一端是乌托邦式
的斯巴达，它们在卢梭的笔下始终是民情健朗、人心纯朴的代表;一端
是以当时巴黎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人心败坏、风尚混乱;而中间夹杂着
罗马共和国、日内瓦共和国、败坏的雅典、罗马帝国、威尼斯等内容。显
然，这不是一条遵循所谓历史时间而勾勒的进程，卢梭也根本不相信线

性发展的历史观，对他来说，古代的罗马共和国和眼下的日内瓦、科西
嘉具有同样的理论意义。因而，与其说它是历史的线索，倒不如说它更
像是历史化的图谱，不同的国家或政体更多的是依照“民情类型”而做
的区分;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以民情或社会类型为指引而对文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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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阶段所做的类型化。下文还将表明，这样一条从纯朴到败坏的线索，
同样适用于对每个社会自身演变历史的分析，亦即每个社会也都大致

会经历“最初的野蛮状态”、“德行时期”和“败坏时期”( 马斯特，2013:
298)
在卢梭这里，作为原初状态的乌托邦源自现实，又构成衡量现实的

标杆。斯巴达作为民情的完美类型源于卢梭对巴黎民情与日内瓦民情
之间强烈反差的思考，亦即，为什么巴黎和日内瓦，它们的所有道德、宗
教和政治原则都相同，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社会风习却截然不同? 巴

黎的“坏”和日内瓦的“好”在根本上源自它们在民情上的差别( 渠敬
东，2009: 43) 。① 巴黎民情的败坏体现为人们都遗忘了自身的自然，远
离自身所属的政治，而普遍地沉浸于一种由公共舆论和社会意见构成

的社会状态;日内瓦民情的纯朴则体现为人们安于自己的家庭，乐于所

属的祖国，对达朗贝尔所呼吁的以剧院为核心的社会娱乐兴趣索然

( Ｒousseau，1960: 97) 。虽然日内瓦比巴黎更“好”，但评判它们的标准
却是乌托邦式的斯巴达。② 斯巴达在民情上是完美的原点，个人完全
彻底地成为公民，人的自然与共同体的政治直接统合在一起;因而，民

情的内容就是自然的内容，也即政治的内容。换句话说，斯巴达构成了
“民情类型”的原初状态，它的完美或者说类型学意义就在于“民情”在
那里恰恰不构成独立的空间，因为所有个体都处于去自然化的公民状

态，所有的空间都是由政治所塑造的。民情的纯朴等同于公民德性的
单纯。这已经不是真实的斯巴达，而是哲学化的斯巴达，这种理想化的
思路也决定了他对罗马民情历史的论述本质上是一种带有理论性的建

构。由此而言，“民情”和“自然状态”的概念一样，不在于表达一种完
全固定的民情的状态和样式，而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原初的完美状态为

标尺考察它不断发育、扩展、层垒的阶段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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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告诉你，有些人在巴黎会毫无顾忌地去剧院看戏，但一回到日内瓦就压根儿不进剧院
了，因为祖国的良好风尚比娱乐更让他们觉得亲近。哪一个厚颜无耻的母亲敢带她的女
儿到这种散播丑行的地方去? 哪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愿意到剧院去遭受大家的指
摘? ……在我们日内瓦，人们的宗教信仰肯定不比巴黎差，何况我们还有民情( moeurs) 、
德性和爱国主义所给予我们的力量，甚至能约束那些连宗教原则都约束不了的人们”
( Ｒousseau，1960: 97) 。
“我们国家的青年人在日内瓦也如同在斯巴达一样地处在正派的公共氛围的环绕之中。
不过，不论我对我的同胞抱有多大的信心，但我十分清楚: 他们毕竟不是斯巴达人”
( Ｒousseau，1960: 97) 。



(二)民情的历史层垒

所谓“层垒”，不是人为营造的产物，而是某种要素在历史延续中
不断自我沉淀和自我累积的结果，它开始可能体现为像种子一样的持

续生成和成长，但在超过某个界线之后就会被视为不断蜕变和衰落的

过程。对卢梭来说，这是任何一个政治体都必须面对的命运: “政治体
也犹如人体那样，自从它一诞生就开始在走向死亡了，它本身就包含着

使自己灭亡的原因;但它们也都能具有一种内在的本原———一种或多
或少是茁壮的、能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保全自身的构造”( Ｒousseau，
1913: 77) 。就此而言，“历史的层垒”是政治体自我演变的结果，是“过
去”和“现在”持续不断的叠加，也可以说是“古今”始终融合于自身，并
指向一个宿命的终点。“民情层垒”的过程最为集中地展现在罗马共
和历史的变迁中。在卢梭的民情类型学图谱中，罗马的位置极为重要
又相当特殊，首先，它的民情从一开始就不是斯巴达式的政治统领一切

的彻底公民化，自然性与社会性有特定的位置;其次，它共和时期的民

情始终保有纯朴的力量，就像卢梭笔下“黄金时代”的野蛮人一样，处
于纯粹的乌托邦原点与败坏状态的中间;再次，在卢梭看来，尽管每个

政治体都包含着从青春到年老的衰退，但罗马从共和到帝国的历史将

这样一条不断蜕变和“层垒”的线索呈现得最为明显。从早期罗马人
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到财富的地位上升但富人仍需低调行事，再到贿选

盛行而不得不采取秘密投票……最后，共和末期，“罗马人就常常不得
不乞援于种种非常的权宜手段来补救法律的不足”( Ｒousseau，1913:
105) 。① 因而，如果说斯巴达和当时的巴黎构成了卢梭考察民情类型
的两端，那么，罗马对卢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够类型化地展现民情

在两端之间的演变。也正是因此，卢梭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不是要历史
学地还原罗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是要从民情的角度重新理解甚至

“推测”罗马自身的变迁。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有关罗马初期的可靠文献。甚至于看来很
有可能人们谈到有关罗马的大部分事情都只是寓言;而且一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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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卢梭看来，法律的大量出现恰恰表明原有的民情已经丧失力量，不再具有主导性的约
束力;而法律只能约束坏人，但无法使其变成好人( 卢梭，2016: 57) 。就此而言，民情的力
量在罗马共和末期确实已经分崩离析，因为作为民情败坏之象征的法律也都需要非常规
的手段来加以补救了。



来，各民族纪年史上最有教育意义的那部分，亦即他们开创时期的

历史，也正是我们所最缺乏的那部分……我们就差不多只有凭推
测来解说他们是如何形成的。( Ｒousseau，1913: 97)

卢梭的罗马论述采取的不是实证史学，而是“推测史”的进路，因
为开创“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民族的史前史，缺
乏那种只有在明确的民族自我意识形成后才会自觉记载的可靠文献。
不过，推测史并不是任意的猜测，而是要遵循特定的原则: “我们发现
的种种既成风俗，至少表明了这些风俗都有一个起源。凡是能追溯到
这些起源的传说，凡是根据最大的权威而且又被最有力的推理所证实

了的传说，就都应该认为是最确切可靠的”( Ｒousseau，1913: 97 ) 。显
然，这个建构过程与卢梭推测人类不平等的演化史呈现出方法上的一

致( 卢梭，2017: 49) 。因而，卢梭的罗马“推测史”，即是按照理性所重
构的历史。不过，这种方法仍然是形式上的，它没有回答理性若要避免
任意，它自身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卢梭在推测不平等的演化史之时，

在根本上遵循的是在外因促动下的人性本身的发展逻辑，那么，他所呈

现的罗马史的内在逻辑和节奏是什么? 卢梭有关罗马政体变迁的讨论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一定会有人举出罗马共和国来反驳我，他们要说罗马共和国

经历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历程，是由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又由贵族

制过渡到民主制的。但我的想法远非如此。罗慕路斯最初创立的
是一个混合政府，这个混合政府迅速地蜕变为专制政体。由于一
些特殊原因，这个国家过早地夭折了，正像我们看到新生儿在未成

年以前就死去那样。塔尔干王朝之被驱逐，才是共和国真正诞生
的时期……( Ｒousseau，1913: 75)

这条长注夹杂在有关政府蜕化的论述中，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按照通常的罗马史分期，罗马共和国的政体演变是由君主制、贵
族制到民主制，这与卢梭要确立的政体蜕变学说完全无法协调，因为他

认为天然的趋势是由民主制到贵族制再到君主制。不过，卢梭不仅没
有放弃自己的理论，而且重新勾勒了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变迁。大体上，
传统认为是君主制的王政时期，在卢梭看来不过是罗马共和国真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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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的一段“插曲”，对理解罗马共和来说并不重要。真正的历史线索
应该是:塔尔干王朝被驱逐到护民官的设立属于共和国的孕育期;护民

官的设立之后才是民主制的开始; 接着是由传统身份贵族消失和新贵

诞生所奠定的贵族制;最后是贵族制滥用所导致的内战，以苏拉、恺撒、
奥古斯都为代表的君主制的确立。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对历
史的重构。问题的要害是，在卢梭的政府学说中，政体或政府的蜕变仅
仅是一种表征，它的因由并不在政府本身，而是政府为了应对总体民情

之变化的结果。换句话说，民情及其变化才是根本，是促使政体变迁的
最终本原。这也正是卢梭重构罗马政体蜕变的理论原则，也是他以护
民官、贵族群体和内战来划分阶段的真正原因，因为护民官的确立、贵
族群体的扩大和内战所反映的正是民情状态的变化，甚至它们自身就

是民情构成中非常核心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答上文“推
测史”的问题:民情及其演变，是卢梭重新勾勒罗马史时所遵循的“理
性”，也是卢梭眼中罗马史内在的节奏。

(三)民情的可分性

民情，指向的是人的社会性的发育空间，它在横向结构上是能够将

人之自然与政体的本原勾连起来的群体道德状态; 而在纵向演变上则

体现为一个民族整体生活方式不断的生成和层垒。因而，就像社会的
诞生是自然状态逐步变得“不自然”的过程，罗马共和国民情的发育也
正是最初的“民情”不断复杂化和结构化的过程。
在卢梭的考察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罗马民情的力量不单单体现

在它对人们心灵趣味和集体道德取向的塑造上，更重要的是，它还以制

度化的方式将活力不断灌注到最高政治中。这个制度化的方式即罗马
的人民大会。人民大会是罗马人民作为主权者出场的方式，是人民作
为整体直接将“集体情感”表达出来的渠道。

库里亚大会是罗慕路斯的创制，百人团大会是塞尔维乌斯的

创制，部族大会则是人民的保民官的创制。任何法律惟有人民大
会才能批准，任何行政官惟有人民大会才能选举;而且既然没有一

个公民是不编入某一个库里亚、某一个百人团或某一个部族之内
的，因此每个公民都不能被剥夺投票权，因此罗马人民在法律上与

事实上都真正是主权者。( Ｒousseau，1913: 101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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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瓦略夫在《古代罗马史》中指出，这代表了罗马人民大会或人民
的“可分性”，不仅降低了人民集会的权威，更揭示了罗马民会组织的
非民主性，而只有像雅典那样以一人一票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埃克莱西

亚才是真正民主性的( 科瓦略夫，2007: 121 ) 。若以一人一票为标准，
罗马的人民集会的确显得非常奇怪:三种方式都不是直接按人头计票，

而是先在每个库里亚、百人团或部族内部以多数票做出决定，再以库里
亚、百人团或部族为单位计算多数票作为人民集会的决议。尤其是百
人团大会更显得匪夷所思，因为它首先是将罗马全体人民按财产划分

为六等，然后每一等再分配不同的百人团数量，最后的结果是百人团大

会总共有 193 个百人团( 亦即 193 票) ，第一等级所占的团数就超过了
一半———98 个，“人数最少的一级乃是团数最多的一级”，而“当第一
级所有的百人团意见都一致的时候，人们干脆就不再计算票数了，最少

数人所决定的事，便被通过成为大多数人的决议”( Ｒousseau，1913:
103) 。但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卢梭在承认百人团大会的本质是金钱决
定一切的同时，仍然明确声称“罗马人民的全部尊严惟有在百人团大
会里才能充分表现出来”( Ｒousseau，1913: 104 ) 。针对这一点，麦考密
克在对比卢梭与马基雅维利的基础上，主张卢梭的目的是抵制马基雅

维利的平民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并在形式平等的掩护下为等级制度和

精英特权辩护( McCormick，2007: 3) 。不过，两位学者都过于关注精英
与平民在政治影响上的差别，而忽视了卢梭的真正关切: “我们在这里
并不评判这第三种计数办法本身( 指将人民划分为六等) 是好是坏，但

我相信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早期罗马人纯朴的民情，他们的公正单纯，

他们对农耕的兴趣，他们对于商业与牟利的鄙视，这种办法就不可能付

诸实践……民情和监察官要比这种制度更有力量，同时也纠正了这一
制度的弊端”( Ｒousseau，1913: 101) 。也就是说，卢梭要探讨的，恰恰不
是这些制度在形式上是否合理或在实践上是否有等级歧视之嫌，而是

这些看起来明显不合理的制度为何能够在罗马运行良好，那种能够支

撑并纠正其弊端的力量是什么。在卢梭看来，这种力量就是民情，也就
是罗马人整体的道德取向、喜好和舆论。
既然罗马的政制设置不能孤立地抽离出来评判，它们与民情的关

联才是根本，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探讨，为何罗马人民集会的方式多达三

种，这种立体式的人民集会制度对我们理解罗马共和的民情意味着什

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三种人民集会的起源都放在了护民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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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时期，也就是说，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梭对罗马历史的重新划分，

三者的起源都在罗马共和国真正诞生之前的“插曲”阶段。库里亚大
会是在最早的罗慕路斯时期，百人团大会是在塞尔维乌斯时期，它们都

在塔尔干王朝被驱逐之前。虽然部族大会是由护民官创制的，但作为
其基础的城市部族与乡村部族的区分、数量比重却是由塞尔维乌斯奠
定的。无论是罗慕路斯还是塞尔维乌斯，都属于卢梭所说的罗马民族
的“传说”;在推测史和精神史的意义上，它们恰恰构成了罗马民族在
整体上进行自我理解的“源头”。由此来看，卢梭试图呈现的问题不在
于三者的历史性，而在于它们与罗慕路斯、塞尔维乌斯之“传说”的直
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共同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真正诞生时( 以塔

尔干王朝被驱逐为标志) 所继承的结构化的“民情”及其制度化的呈现
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卢梭要将三种分属
不同时段、跨度如此之大的集会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因为他所说
的既在法律上也在事实上是主权者的“罗马人民”并不是与三种集会
方式相对应的特定时段的人民，而是由历史构成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罗
马人民，同时，它也就是罗马共和诞生时 ( 以塔尔干王朝被驱逐为标

志) 继承了自身历史与民情的现实化的人民。因而，三种集会方式所
指向的与其说是人民大会或人民的“可分性”，倒不如说是层垒化的、
结构化的民情的“可分性”。民情竟然也是可分的，这是卢梭民情学说
的独特之处，也是他在推测史的理论冒险中得来的成果。
民情的“可分性”，意味着三种集会方式在起源上所代表的民情的

差异。库里亚大会被恩格斯描述为原始氏族民主制的体现形式( 恩格
斯，1999: 130 － 131) ，而在卢梭这里，它构成了罗慕路斯用以遏制元老
院的方式，“他通过这种方式赋予了人民以整个数量上的权威，用以平
衡他所留给贵族们权势上和财富上的权威”( Ｒousseau，1913: 102) 。同
时，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一种主导着当时民情态度的社会制度———
“庇护制”，①它将库里亚大会和元老院勾连、汇合在一起，使得贵族可
以通过自己所庇护群体影响库里亚大会的多数( Ｒousseau，1913: 102 －
103) 。同样，卢梭也没有像恩格斯那样将百人团大会视为罗马超越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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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韦伯看来，庇护制或恩护关系起源于战争中的主仆关系，随着重装步兵战术的胜利，这
种关系便逐渐丧失了军事上的意义，而成为确保恩主社会势力的一种制度，因而是罗马
门阀势力的重要支柱( 韦伯，2005: 202 － 203) 。卢梭的论述则未提及这一军事性起源，而
主要强调它的社会性。



族血缘共同体的标志( 恩格斯，1999: 133 － 134) ，而是从形式和实质两
个方面强调了它与当时社会民情的关联，它在实质上对财富的重视代

表了塞尔维乌斯应对传统身份贵族没落和财产新贵涌现这一形势的努

力，而它在形式上的军事色彩则构成了它获得民众拥护的重要原因;前

者是新社会态势的实际影响，后者是“保家卫国”这一公民德性在社会
道德氛围上的遗存。就部族大会而言，卢梭没有像后来的韦伯一样将
其视为城居土地贵族对城邦政治的主导 ( 韦伯，2005: 192 ) ，而是强调
它虽然是由护民官所创制，但真正的社会民情基础却是乡村部族与城

市部族区分，尤其是它所反映的罗马人民对乡村纯朴生活的推崇和热

爱。就此而言，罗马人民对农耕生活的推崇、“爱祖国”所体现的道德
氛围、社会庇护制所蕴含的社会结构、财富意义上的社会态势和心态，
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卢梭反复强调的罗马人纯朴的民情和风尚，同时

它们彼此在起源和现实效果上的区分又构成了三种人民集会的民情

基础。

三、民情与政制:罗马政制的社会理论意涵

在讨论民情与政制的关系之前，我们需要从整体上确切地把握民

情在卢梭社会思想中的根本性位置。按照卢梭的政体蜕化学说，政体
形式从民主制向君主制演变的根由并不在政府本身，而是在作为其基

础的民情的变化。如上文所述，这一思路也是他重新划分罗马政体分
期的依据，而如果在民情发生蜕化甚至是败坏的时候，政体形式没有获

得相应的调整，则恰恰会让民情导向更糟糕的结果，这也正是他批判西

塞罗之言论的原因所在。① 不止于此，就法律而言，无论是规定国家总
体关系的政治法，还是调整成员之间关系的市民法、以惩罚为核心的刑
法，都不是最重要的法律，它们只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已，而民情或风

322

论 文 民情的呈现与守护

① 这一批评涉及罗马人民大会投票方式的转变，即到了共和国末期，投票从公开变成了秘
密的匿名投票。西塞罗谴责了这一转变，并认为其带来了共和国的灭亡。但卢梭认为，
西塞罗过于看重投票方式本身的转变了，而没有看到投票方式的转变仅仅是一种表征，

真正的原因在于社会“民情”从纯朴健朗到腐化破裂的转变。好的制度应该因应民情的
变化而适时地变化，而不是在民情已经转变的情况下依旧固守原有的形式。否则，不仅
不可能维系原有的制度，还会因其对民情所强施的形式化要求而进一步败坏民情
( Ｒousseau，1913: 105) 。



尚才是穹窿顶上真正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它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力量……它可以保持一个
民族的创制精神”( Ｒousseau，1913: 48) 。就此而言，民情是一个政治体
或共和国所有法律的源头和母体。
事实上，“民情”的基础性位置不只是体现在卢梭对政体、法律等

问题的分析中，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体上构成了与“政治体”相互对等
的范畴，它们在根本上所刻画的是同一个事物，所不同者仅仅是角度的

差异。“政治体”所侧重的更多是它在政治联合意义上的统一性。
从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上讲，这个政治体即是由缔约联合的人们

一起创造出来的“人民共同体”，因而，典型的卢梭式国家是人民的国
家，“人民共同体”是共和国之所以存在的绝对的源头和根本;同时，这
样的共和国也是有机论意义上“生命”，它拥有自己特定的内在统一
性、恒常的自我和意志等生命要素。如果说“政治体”是从政治理论的
角度对联合结果的描述，那么，“民情”则是由社会理论和历史维度所
做的描述，旨在将政治体这一理论构造物落实在具体的社会风尚、习俗
舆论和历史脉络中。“民情”与“政治体”的对等性在于:政治体是有机
论意义上的生命，而民情就是它的生命状态;只有在民情中，我们才能

判断它健康与否、活力如何。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关联，卢梭才说，人们
“处理一般事务的方式就足以确切地表明民情的实际情况与政治体的
健康状态”( Ｒousseau，1913: 92) 。
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卢梭式的罗马政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比

如，通常而言，卢梭重构的罗马政制往往被认为是权力的结构与配置问

题，比如，库里亚大会、百人团大会和部族大会都属于主权者的现身形
态，亦即“人民共同体”如何以主权者身份行使立法权的问题。这忽视
了在社会学意义上立法权与总体民情的内在关系: 罗马人民的三种集

会方式在形式上被称为“立法权”的呈现方式，但立法权所呈现的内容
恰恰是总体民情中共同的意志趋向。就本文的关注而言，卢梭式罗马
政制的核心不是纯粹的权力结构问题，而是它与总体民情的结构性关

系，亦即多元一体的政制安排如何从不同维度实现对罗马总体民情的

呈现与守护。

(一)元老院:通过法律引导民情

表面上，卢梭对罗马政制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社会契约论》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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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包括人民大会、护民官、监察官和独裁官四种制度设置，而在历史上
起着重要作用的元老院似乎被有意忽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对它的
定位需要同时结合罗马历史分期和卢梭政府学说中的“执行权”来理
解。如上所述，在以护民官设立为标志的真正的民主制时期，人民既是
主权者，又是行政官和司法官，“元老院只不过是一个低一级的执政会
议，用以缓和或者是集中政府权力”( Ｒousseau，1913: 75 ) ，而执政官
“尽管是战时的绝对统帅，但在罗马也不过是人民的主席而已”
( Ｒousseau，1913: 75) 。到了以传统贵族没落、新贵涌现为标志的贵族
制时期，人民便仅仅是主权者，执行权完全由扩大了的元老院掌握，而

执政官由元老院任命，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裁断。君主制时期，不仅元
老院变得徒具其表，就连人民集会本身都已经丧失了共和的要义，立法

权与执行权在根本上统合于君主之手。总体来说，民主制时期立法权
与执行权还没有完成应有的分立，君主制又意味着共和精神的完全消

逝，而只有在卢梭视为共和典范的贵族制时期，元老院的位置才具有政

制上的意义，亦即它们作为执行权的代表与罗马人民的立法权构成了

罗马政制中最为核心的两种权力安排。
按照卢梭的界定，人民共同体的意志只能由人民自己来表达，这是

人民共同体不可让渡和放弃的立法权( Legislative power) ，而人民共同
体的力量却必须要有一个代表或代理来替人民行使，这就是政府所行

使的执行权( executive power) 。在罗马共和的历史语境中，元老院就是
行使执行权的政府。元老院除了在执行权意义上代表罗马共和国的公
共力量以外，还在整体的意义上与总体民情有着深刻的关联: “政府是
那个把其包含在内的大的政治体的‘小型化’，它是被赋予特定能力的
道德人格，可以像主权者那样是主动的，也可以像国家那样是被动的”
( Ｒousseau，1913: 52) 。也就是说，元老院不仅仅是公共力量的行使者，
更是罗马共和国的“小型化”，是社会总体民情的“缩影”，是人民共同
体自身内部多种力量、利益之间的强弱对比得以呈现的中介。
不止于此，元老院与民情的关系还体现在它的理性职能上。如同

卢梭将执行权比作国家的“大脑”一样，它的实质内涵就是要求政府承
担起理性意义上的判断、衡量和计算，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实现法律与
民情的互动，“维护社会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比如在召开人民集会
时，一个法定条件是要求占卜必须是吉兆，此时元老院的理性职能就体

现出来:“元老院可以借此约束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并且可以及时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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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要煽动事端的护民官的狂热”( Ｒousseau，1913: 102) 。无论是罗马人
固有的桀骜不驯，还是护民官具有煽动性的狂热，都是罗马共和国总体

民情的重要内容，而元老院正是通过对“占卜必须是吉兆”这一法律的
明智运用实现了法律与民情的良性互动，以及对总体民情趋向的引导。

(二)护民官:通过否决权守护民情

卢梭对罗马护民官的讨论明显不同于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将
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张结构视为罗马体制的活力所在，而护民官的设

立源于这一结构并使其更为完美，进而为罗马扩展为帝国奠定了基础

( 马基雅维利，2005: 54 － 57;曼斯菲尔德，2009: 24 － 25) 。卢梭虽然也
着眼于护民官的制度性位置，但其重心却大相径庭: 护民官“可以用来
保护主权者以对抗政府，就像人民的护民官在罗马所做的那样”
( Ｒousseau，1913: 106) 。亦即，在马基雅维利那里的平民群体在此升格
为“主权者”，作为对张结构一极的贵族及其元老院降格为“政府”，而
护民官则褪去了平民色彩，成为立法权的守护者。不止于此，卢梭也明
显无意于将护民官仅限于罗马体制，威尼斯的十人会议和斯巴达的监

察委员都在其定义之内，因而，他探讨的护民官既源于罗马政制的具体

历史，又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

当人们不能在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确定一个严格的比率

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不可消除的原因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的比率

的时候，于是人们便创立了一种特殊的统治机构;这一机构并不和

其他部分一道构成共同体，但它能使每一项恢复正确的比率。它
或是在君主与人民之间，或是在君主与主权者之间，或者如果必要

的话，同时在这两方面之间形成一种联系，也可以说是一个比例中

项。( Ｒousseau，1913: 106)

在卢梭这里，“比率”即法律，君主即“政府”，君主与人民、君主与
主权者之间的比率就是国家的政治法和根本法。政府之所以设立，原
本就是为了在主权者与臣民之间建立中介，使人民的自我统治成为可

能;如今，在“主权者—政府—臣民”这一总体结构无法确定或者不断
改变的时候，又需要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新的中介———“护民官”。就
此而言，护民官是政治体之根本法的调节者。同时，之所以需要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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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根本法已经出现了危机，而调节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让其恢复

“正确的比率”，回到健康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护民官又是“法律和
立法权的守护者”( Ｒousseau，1913: 106) 。
不过，何以一个世俗的、既无占卜权也无司法权的官吏能够成为总

体意义上的守护者?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仍需回到其与社会民情的内

在关联。其一，就起源来说，罗马的护民官是罗马平民以“另建新城”为
威胁而获得的成果( 科瓦略夫，2007: 85 － 86) ，但是，卢梭却有意淡化了
护民官的派系色彩，将其视为贵族与平民的共同守护者。平民需要贵
族、贵族也需要平民，这构成了护民官得以产生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意识。
其二，虽然罗马护民官的功能是调解人民与元老院，也就是主权者与政

府之间的根本法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成文的规范，而是不成文的习

俗与习惯，因而，护民官对法律和立法权的守护在根本上必须是也只能

是对社会民情中涉及国家体制的习惯的守护。就此而言，护民官的真正
力量并不来自护民官本人，而是源自习惯和传统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其
三，尽管卢梭将罗马护民官的特征界定为守护主权者对抗政府，但就权

力的具体行使方式而言，它却是被动的，它只能以“否决权”的方式禁止
元老院对现状的任何改变。但是，何以以主动状态为特征的主权者需要
一个被动性的护民官的保护? 答案只能是此时的主权者不处于主动状

态，因为处于主动状态的罗马人民就是集会时的罗马人民，它根本不需

要任何权力的保护就可以轻易地捍卫自己。被动状态的罗马人民就是
日常意义上处于社会民情状态的罗马人民，护民官的被动性恰恰表明

它是在代表非集会状态下沉默的人民、代表民情中总体的意志趋向发
声。此外，尽管护民官可以代表民情状态下的罗马人民发声，但发声的
内容仅仅体现为否定性的禁止，它并不分享罗马人民立法权的任何部

分;同时，它虽然以否定的方式对抗元老院的行政权，但它也不具有任

何的行政权。如马斯特敏锐指出的，这些特征不得不让人想起卢梭所
说的“伟大立法者”( 马斯特，2013: 526 ) ，因为立法者所具有的也正是
这样一种既无立法权也无行政权，但又享有神圣权威的形象，而这种精

神上的一脉相承表明护民官就是立法者在日常状态下的化身。①

在卢梭这里，伟大的立法者不是个别条文的制定者，而是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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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生活方式和道德态度的确立者，而创制的核心就在于逐步培育出适

宜的民情。因而，对罗马的护民官来说，如果它要实现自己的功能，既超
越于罗马人民与元老院，又能调解平民与贵族的结构性关系，它就必须以

立法者的使命自我要求，不断地回溯和重温罗慕路斯、赛尔西乌斯等人为
罗马创制时的智慧，像他们专心致力于彼时的民情一样守护此时的民情。

(三)监察官:社会风尚的“喉舌”
在罗马，监察官也是神圣的高级官吏，其职责主要包括审查元老的

名单，进行公民调查，监督公民的道德和风俗，以及管理国有财产和公

共工程( 科瓦略夫，2007: 125 － 126;马尔蒂诺，2014: 221) 。而在卢梭的
论述里，监察官的权力与元老院的权力在本质上同属一类，它们都是与

立法权相对的执行权，差别仅仅在于，作为政府的元老院所执行的是由

人民的公意宣告而成的法律，而监察官所执行的则是另一种体现为公共

意见和社会舆论的法律( Ｒousseau，1913: 111) 。换句话说，在罗马式的城
邦生活中，人民是最根本的立法源泉，不仅以集会方式行动起来的人民

可以用公意来确立法律，即便是以日常状态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民也同

样在不断地确立法律，因为人民的普遍态度、看法和情感所构成的总体
就是具有约束力的“民情”。不过，监察官要执行这种无形的“社会之法”
或“风尚之法”，就首先必须找到这种法律并将其宣示出来。

要把一个民族的民情和他们所看重的东西区分开来，那是徒

劳无益的;因为这两者都依据同一个原则，所以必然地混在一起。
在全世界的一切民族中，决定他们的趣味和取舍的绝不是自然，而

是意见。只要矫正人们的意见，他们的民情自然也就会纯正。人
们总是爱好的事物，或者说，爱他们认为是好的事物;然而正是在

这种判断上，人们会犯错误;因此，正是这种判断需要加以规制和

引导。评判民情的人就是在评判荣誉，而评判荣誉的人则是从公
共意见里得出他的法律的。( Ｒousseau，1913: 111)

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观念源于人们对好的事物的理解，而真正

的“好”和看起来的“好”在这里没有根本差别，人们所追求的本就是在
他们看来是“好”的东西。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看法和理解，而不是他
们内在的自然本性决定了他们的日常行动和道德选择。卢梭所讲的并

822

社会学研究 2018． 6



不是个体意义上的行动，而是对一个民族或共和国来说，这就是整体意

义上的趣味或伦理风格，也就是一个社会中民情最为典型的内容。监
察官需要在无形的社会民情里找到那些真正决定人们生活态度和道德

趣味的本原、力量和逻辑，并像立法者一样将其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民
情的约束力不能仅仅体现在一般的社会氛围里，更要通过监察官的把握

和行动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力量。因而，凭借监察官的存在，社会民情如
同拥有了身体一样，能够将自己的判断公之于世、加之于“个案”。在此
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监察官各项职责的要义所在。监察官有权审
查元老的名单，删去不合格的元老或添上新的成员，看似专断的权力实

则有内在的逻辑在主导，因为监察官并不是以个人的喜好而是以整体民

情的趣味作为裁断的依据。这一点在监察官的公民调查权上体现得更
为明显。公民调查，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统计公民相关信息，编制公民
名单，但其真正要害在于监察官有权决定公民应该划归的部族和等级。

为了羞辱乌合懒散之徒，就把他们很不光彩地迁徙到城市的

部族里去。沙宾人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回到罗马时是满载荣誉
的，就被编入了一个乡村部族，而这个乡村部族随后就以他的姓氏

命名。被释放的奴隶全都编入了城市的部族…… ( Ｒousseau，
1913: 99)
我们必须看到，在罗马，民情和监察官要比这种制度( 指把罗

马人区分为六个等级的制度) 更有力量，同时也纠正了这一制度

的弊端，因为富人若是过分炫耀自己的富有，就会被贬到穷人的等

级里去。( Ｒousseau，1913: 101)

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罗马乡村部族与城市部族的区分是部族大

会的基础，而这一区分依赖于一种特定的民情，亦即罗马人普遍怀有的

对乡村纯朴生活的爱好与推崇，与此相对的是人们对倦怠懒散的城市

生活的鄙夷，这种总体的心态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社会风气的根本。因
而，对监察官来说，当他将一个人划归到城市部族，将另一个人划归乡

村部族的时候，他是在代表罗马人民，将无形的民情对这两个人的道德

“评判”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一方面，一个人是不是懒散之徒，民情和
舆论早有定论，监察官只是以公权力的方式将这一定论公之于世;另一

方面，将其划归城市部族是在执行无形的“社会之法”，一种以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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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而实现的民情和舆论的惩罚。克劳狄乌斯编入乡村部族所表明的
则是监察官如何呈现民情对个人的褒奖。
与此类似，监察官将富人降级的事例也遵循着相同的义理。如前

文所述，按财产把罗马人分为六个等级是塞尔维乌斯的创制，它代表了

塞尔维乌斯应对传统身份贵族没落和财产新贵涌现这一形势的努力。
财富成为社会态势的核心的同时，人们对财富的集体心态也随之成为

民情的核心。塞尔维乌斯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并延续下来成为罗马制度
的重要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仍然相信贵族不只是代表财富，而

且也意味着更高的德性。就此而言，一个贵族如果沉浸于财富的炫耀，
无疑意味着他在社会舆论面前沦落为缺乏德性的典型。而作为民情的
守护者，监察官就必须要表达民情所受到的伤害，并通过羞辱和惩罚恢

复集体心态的平静。
除了在民情已有定论的情况下呈现并实现民情的评判，监察官还

应该在民情摇摆不定的时候发挥作用，“在它们尚未确定的时候就把
它们固定下来”( Ｒousseau，1913: 112 ) ，引导其走向正确的道路。卢梭
举例说，“决斗时要带副手的习惯，在法兰西王国中曾经举国若狂地盛
极一时，但它只是由国王一纸诏书里寥寥的这样几个字就被废除了的:

‘至于那些怯懦得要带副手的人们’”( Ｒousseau，1913: 112 ) 。如同对
护民官的处理一样，卢梭对监察官的界定源于罗马经验但又不限于罗

马经验;它不仅包括斯巴达的监察委员会，也指向了 18 世纪做出高妙
之举的法兰西国王。不过，我们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卢梭试图阐明的
精神主旨。决斗关乎的是两方的荣誉，它依赖于人们的荣誉感和尚武
精神，因而它的本质要求是他人的见证而不是副手的帮助。如果决斗
时带副手已经成为普遍状态，那只能说明荣誉感虽然仍然支配决斗的

习俗，但在新的社会情势下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主导性。而正是在社会
心态摇摆于勇武与怯懦之时，国王的诏书刺激了人们的荣誉感并利用

荣誉感压制了人们的怯懦。也就是说，“这一判断参与、引导了
( anticipating) 公共的判断，便一下子决定了公共的判断”( Ｒousseau，
1913: 112) 。

(四)独裁官:绝对权力的困境与社会心态

在卢梭论述的罗马政制中，独裁官应该算得上是最为人所熟知的

一个，也是现代政制中最容易明显看到其变体的一个。无论是施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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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例外状态，还是洛克执行权意义上的“专权”( prerogative) ，它
们所揭示的难题在根本上都与罗马独裁官的处境大同小异。真正值得
注意的倒是他展示了罗马共和国初期与末期运用独裁官制度时截然不

同的困境。
在共和国初期，罗马人几乎毫无限制地将独裁官制运用于选举、祭

祀和种种纯粹形式性的日常事务，而其原因在于“罗马的民情使得在别
的时代里曾经是必要的种种防范措施都成为多余的;人们既不用害怕独

裁官会滥用他的权威，也不用害怕他会企图在任满之后仍然保持他的权

威”( Ｒousseau，1913: 109) 。但到了共和国末期，如同上文讨论卢梭的罗
马史分期时所指出的，罗马整体的社会心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罗马人
已经变得更为谨慎多虑了，正像以往他们滥用独裁官制度一样，他们现

在又毫无来由地吝惜独裁官制度”( Ｒousseau，1913: 109) 。在卢梭看来，
共和国初期滥用的危险不在于滥用权力而在于贬低权力，势必会使得它

在关键时刻无法坚定自持，被人们看成仅仅是个空的头衔;而末期谨慎

多虑的危险则体现为命悬一线而不自知，在紧急状态中依然选择日常性

措施。如此对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初期同时提出严厉的指责，这在卢梭的
著作中是相当罕见的，但我们却由此清楚地看到，卢梭所关心的并不是

独裁官本身的性质或应该何时设立，而是独裁官与民情( 此处体现为社

会心态) 所构成的难题。共和国民情纯朴有力时，不仅决断性的总体权
力在民情面前会轻易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就连社会危机很大程度上也可

以依靠民情而度过，因而人们才对考量独裁官的权力究竟应该用在哪里

不那么严格，也不担心独裁官会滥用自身的绝对权力。而在共和国末
期，共和所依赖的德性已经趋于衰弱，曾经是公开投票的公民大会也采

取了秘密的匿名方式，西塞罗作为最有声望的元老真正关心的也不过

是自己的虚荣而非祖国的安全，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和社会心态的紧张

自不待言;此时本该是独裁官能够在危机面前发挥作用的时候，但却因

人们普遍抱有的“谨慎多虑”而难以实现。比如，“关于喀提林事件并
未任命一个独裁官，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 Ｒousseau，1913: 110)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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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喀提林事件又被称为“喀提林阴谋”，卢梭对此事的叙述十分简略，详细过程可参见历史
学家的相关论述( 科瓦略夫，2007: 509 － 518; 布林格曼，2014: 283 － 286 ) 。不过，通过对
比，恰恰能够看到卢梭所关注的既不是共和国末期的土地改革和债务问题，也不是当时
的派系斗争，而是什么原因使得元老院在如此显而易见地需要独裁官的情况下竟没有运
用这一制度。



卢梭并未从上述对比中得出有关独裁官的普遍性结论，更多的倒

是罗马历史所提供的教训。事实上，这恰恰显示了这一权力包含的内
在的困难。在初期的滥用和末期的吝惜之中，贯穿着一个相同的要素，
亦即独裁官若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具备让人“望而生畏”的权威，但权
力是否能够让人望而生畏，恰恰不取决于权力自身，而取决于权力所影

响的人们的共同心态。而对卢梭来说，作为民情的构成要素，集体心
态、社会舆论的形态和变化都有其自身的强大逻辑，诸种政制安排也只
能是呈现其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和守护它，而绝不可能改变或决

定它从健康到败坏的自然走向。滥用时对权力的放心是其自然，吝惜
时对权力的恐惧同样是其自然。这种民情的自然衰变论和民情的决定
论在卢梭的罗马政制论述中可谓俯拾皆是，在根本上构成了卢梭民情

学说的主线和要害。元老院、护民官、监察官和独裁官，甚至包括罗马
人民的三种集会，对民情的呈现和守护都必须以民情的这一特性为前

提，就像是每个人的生命都会走向终结一样，民情“自从它一诞生起就
开始在死亡了”( Ｒousseau，1913: 77) 。

四、余论:卢梭、罗伯斯庇尔与“罗马幻象”

在现代思想家中，卢梭并不是将罗马作为历史遗产来严肃对待的

开启者，甚至也不是其中最系统和全面的一位，但因为雅各宾派在法国

大革命中复兴罗马体制的灾难性实践，他所刻画的罗马却沦落为一幅

必须加以克服的“幻象”。
作为卢梭的信徒，罗伯斯庇尔是这一演变过程中决定性的一环。

罗伯斯庇尔政治行动的根本动力和关切是美德问题: “民主政府或人
民政府的基本的本原是什么……这就是美德”，“我说的是公共美德，
这种美德在希腊和罗马做出了伟大的奇迹，并且这一美德将要在共和

的法国做出更令人惊异的奇迹”( 罗伯斯比尔，1965: 171 － 172) 。这里
的希腊是在卢梭意义上使用的，指的是希腊世界中的异类———斯巴达，
一个比罗马还罗马的城邦。而他经常提及的罗马，则几乎略去了卢梭
刻画罗马时所强调的复杂的政制结构，只剩下一幅以罗马人的自由形

象为基调的底色。因而，无论是对卢梭本人的理解和崇拜，还是对卢梭
著作的阅读和吸收，罗伯斯庇尔所着眼的都是精神意义上的德性，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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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确立个体形象和公共伦理风格的内在力量( 马德林，2016: 165; 斯
科尔，2015: 366 ) 。而且，这种力量曾经塑造了强大而自由的罗马人
民，而法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让它在法兰西共和国中实现出来。
但到了 1819 年，也就是大革命结束将近三十年之际，贡斯当就在

那场关于古代人与现代人之自由的演讲中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个

人自由和社会自由是现代人真正的自由，政治自由虽然也是不可或缺

的，但要求现代社会的人民像罗马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个人自

由，其结果将是失去一切自由 ( 贡斯当，2005: 45 － 46 ) 。对贡斯当来
说，罗伯斯庇尔的错误相当程度上源自卢梭著作的误导，结果是他像卢

梭一样“未能认识到两千年的实践所导致的人的气质的变化”( 贡斯
当，2005: 40 ) 。与此类似，菲斯泰尔·德·古朗士几乎是延续了贡斯
当的观点，并用《古代城市》的详细论述来反对现代人对古人的盲目模
仿。古朗士的批评也隐含地指向了雅各宾派的罗马幻象的思想源
头———卢梭，以至于有学者明确声称古朗士写作这本书就是为了“反
卢梭”( 阿尔多，2005: 321) 。
马克思与恩格斯则从另一个方面釜底抽薪地批判了雅各宾派的罗

马幻象:“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派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
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

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
( 马克思、恩格斯，1957: 156) 。在马克思看来，古代罗马人以共和所实
现的自由并不完全来自他们作为公民的美德，更重要也更根本的，是为

他们的闲暇和政治参与提供社会条件的奴隶制;与此相比，法国大革命

所催生的现代社会不仅缺乏这一实在的社会基础，而且它在一开始就

视为命脉的“人权”恰恰是要涤荡社会中所有不平等的依附和奴役。
罗伯斯庇尔没有意识到，一方面以人权的方式承认资产阶级追求自我

利益的社会自由，一方面又在事后要求他们为了美德而压制、摧毁社会
自由所创造的每个个体的生命状态，这不啻是自相矛盾、缘木求鱼。
如果回到卢梭，回到这个由雅各宾派所造就的“罗马幻象”的源

头，我们就会发现他对罗马体制的处理与这些思路都不相同。如上文
所分析，卢梭的确讨论过美德或德性，但他所说的德性更多的是指一种

体现在整体罗马人身上的、普遍的社会风尚;卢梭也很清楚奴隶制之于
罗马公民自由的意义，但他强调的不是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关系，而是奴

隶制基础上的公民共同体形成了何种与其没有必然关系的总体社会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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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而当卢梭勾勒自由的罗马人如何失去自由时，他所遵循的线索恰恰

是在罗马人公共的道德态度在共和国到帝国的过渡中发生了何种转

变。因而，经由法国大革命而变为“幻象”的罗马，在卢梭那里却有着
真切的具体含义，不管是普遍的社会风尚、总体的社会氛围，还是公共
的道德态度，它们指向的都是卢梭意义上的社会“民情”，这才是卢梭
重构罗马共和政制的真正线索和实质关切。
卢梭重构的罗马政制包括了五种基本权力，即人民大会的立法权、

元老院的执行权、护民官的否决权、监察官的公共裁断权和独裁官的决
断权。与现代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的理解不同，卢梭所关心的是它们
与总体民情的关系。如果说罗马共和国是一个生命体，民情代表的是
这个生命体的生命状态和日常活力，那么，五种政制安排就是为了从不

同方面将其生命和活力呈现出来，确立为制度化的力量。人民大会在
罗马包括库里亚大会、部族大会和百人团大会三种形式，它们分别是三
个特定历史时期民情状态的结果，同时又构成三种历史性民情在罗马

共和时期得以遗存的制度化渠道。元老院作为罗马共和国贵族制时期
的“政府”，既是整个社会民情的“缩影”，又要在执行法律的时候达成
法律与民情的互动，实现对民情的引导。护民官是伟大立法者在常规
时期的化身，它需要洞察总体民情中所蕴含的集体意志状态，将其以否

决权的方式对抗元老院、维护既定的法律。监察官是社会舆论、公共判
断的宣告者和“社会之法”的执行者，旨在以羞辱性的惩罚或荣誉性的
奖励抚平集体意识所受到的伤害。独裁官是重大危机状态下的总体决
断权，可以悬置包括人民立法权在内的一切既定权力，但其能否真正适

时地确立最终取决于民众对绝对权力的普遍心理和整体心态。因而，
对卢梭心目中的罗马来说，民情是“社会”的起源，是特定历史的层垒，
也是诸种政制安排健康运行的本原。
历史并不是停留在过去的遗物，它能否创造性地成为当下生活的

内容，给每一个普通人以充盈的力量，全在于我们能否找到历史与当下

的关联。站在西方文明现代性的潮头，卢梭对罗马政制的重新理解并
不是为了简单地重构，而是要在现代民情问题的新视野中重温罗马政

制的历史场景。对卢梭而言，罗马并不是一个符号，而是其所身处的现
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回溯源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不管是
罗伯斯庇尔，还是贡斯当、古朗士，也不管他们是同意还是反对卢梭，他
们事实上也都是在以自己对文明处境的判断呈现对罗马的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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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讲的罗马都不是绝对的，文明还在发展，罗马的面

目也还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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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influential of all is Le Bon's“the 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by which he
analyzes the two sides of the crowd's brutality and heroism， and describ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heterogeneity to homogeneity in gathered individuals． Le Bon's
research not only influenced subsequent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owd
and the leader，as well as their power relations，but also created the tradition of
collective behavior research in American sociology． Furthermore， in our era of
globalization，it urges people to reflect on the new form of panic caused by network
violence．

The Ｒepresent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oeurs: Ｒousseau's Social Theory of
Ｒoman Constitutions Zhang Guowang 212………………………………

Abstract: Moeurs is at the core of Ｒousseau's social thought． His discussion of moeurs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beginning of Western social theo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bring the moral sociology perspective of“moeurs” in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Ｒoman
constitutions and examine the social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various constitutions．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e Ｒome Comitia is a manifestation of different moeurs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s，and the function of the Senate is to guide the trend of moeurs
through the law． The essence of the tribunate is to protect the moeurs with the negative
power，whereas the power of the censorship aims to present and guide the judgment of
the public opinion． Whether the dictatorship can effectively run relies on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the public with regard to the absolute power．

642


